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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障碍因素

郭艳花１，２，佟连军２，∗，梅　 林１，３

１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２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长春　 １３０１０２

３ 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旅游学院，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摘要：以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为实证研究区域，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期分县市区截面数据，从国土空间优化、自然资本

利用、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福祉进步及环境污染治理 ５ 个维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结合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马尔科夫链、
障碍度模型等方法，测度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市区绿色发展水平，揭示绿色发展水平分异格局与转移类型，并探究绿色

发展水平障碍因素。 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下降的趋势；绿色发展水

平空间分布格局相对稳定，呈“西南高、东北低”特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类型转移状态较为不稳定，绿色

发展水平各类型转移较为明显；科技支出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产出率、万人中学生人数、耕地产出

率、林地产出率、化学需氧量去除率是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最后提出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加大绿色科技投入、
提高土地集约使用效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发展水平；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障碍因素；限制开发生态区；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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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十三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加注重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而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工业

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果，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供应矛盾等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减弱问题日益凸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变得不可持续，转变现已有经济发展方式，从
粗放型、破坏型、过度型的黑色发展向低碳型、循环型、生态型的绿色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成为现阶段解决经济

发展与资源供求矛盾及深化社会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绿色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演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对区域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发展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在其著作

中首次提出［１］；到了 １９８９ 年，大卫·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出“绿色经济”概念［２］，随着全球经济

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出现，绿色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联合

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ＵＮＥＳＣＡＰ）等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议题，这些国际组织对绿色发展的内涵

与理解各有侧重，ＯＥＣＤ 对绿色发展的内涵更加注重经济的增长，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环境与节约

资源［３］；ＵＮＥＰ 则更加强调对包括农业、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本的投资，注重将更多的政府资金投资于自然环

境领域［４］；ＵＮＥＳＣＡＰ 则偏向于以追求低消耗低污染为终极目标［５］。 到目前为止，虽然诸多国际组织及学者

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绿色发展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 ２０１２ 年“里约 ２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

会的召开，全球各国对绿色发展达成了高度共识：绿色发展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

境风险、降低生态稀缺性的环境经济，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自然资本消耗以促进经济增长，强调把资本投

资到包括农业、森林、水资源、旅游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领域［６⁃８］。 国外对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

色建筑［９］、绿色供应链［１０］、绿色 ＧＤＰ ［１１］、绿色经济等［１２⁃１３］。 由于经济发展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需求，
绿色发展研究应运而生，中国诸多学者对绿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与内涵界定［１４］、评价指

标体系［１５］、存在问题与路径剖析［１６］、水平（效率）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１７］、影响机理与驱动机制研究［１８⁃２１］ 以

及具体行业层面绿色发展研究［２２⁃２３］等几个方面。 其中绿色发展测度研究尤为丰富，如中国人类绿色发展指

数的测算［２４］以及国家［２５⁃２７］、省市［２８］、城市群［２９⁃３０］、区域［３１］、特殊典型区域等不同尺度［３２⁃３３］的绿色发展评估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多指标评价法（熵值⁃ＴＯＰＳＩＳ 法、投影寻踪法）、数据包络分析（超效率 ＤＥＡ、ＳＢＭ⁃
ＤＥＡ、ＤＢＳＩ⁃ＤＥＡ）等方法来判断现有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所选取研究区域均从传统的

行政区划出发，而从主体功能区划的角度对限制开发区这一人地关系矛盾尖锐的特殊区域关注较少。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限制开发生态区是限制开发区的一种类型，介于重点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之间，其发展并不是为了保障生态安全而不发展，只是不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活动与城镇化活

动［３４］，一方面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区域福祉水平，提倡适度经济开发，因此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问题在限制开发生态区尤为明显。 如何在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下，选择符合

功能定位的发展之路，实现绿色发展引领经济增长，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关系，有赖于绿色发

展水平的有效评估。 而目前基于限制开发生态区的规划管理［３５］、生态补偿［３６］、产业选择［３７］、农户生计［３８］、绿
色发展机理［３９］等研究已逐步展开，但从国土空间开发视角的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研究却尚待加强。

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 １２ 个县市区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测度绿色发展水平，结合马尔科夫链方法刻画各个县市区的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演进情况，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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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区域绿色发展水平障碍因素，以期为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转型、统筹社会经济

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以及《吉林省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图 １）所涵盖的县

市区具体包括白山市的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抚松县、靖宇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敦

化市、和龙市、汪清县、安图县，通化市的东昌区、集安市以及白城市的通榆县，涉及吉林省 ３ 区 ４ 市 ６ 县，包括

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划分的限制开发生态区域。 研究单元分为县、县级市和市辖区 ３ 个类别，为便于研究

水源涵养型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研究区域未包括通榆县，因此共 １２ 个县市区。 研究区域是吉林省

东部绿色转型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吉林省重要水源涵养地区，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吉林省乃至东

北区域生态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１．２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我国已经形成完善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但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围绕“资源⁃环境⁃经济⁃社会”４ 个

维度展开，虽然较大范围的覆盖了绿色发展的基本要义，但落实到具体区域上，缺乏该区域的发展诉求与可操

作性。 基于此，在遵循科学性、代表性以及可获取性原则基础上，充分考虑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发展方向与绿色

发展内涵，从国土空间优化、自然资本利用、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福祉进步及环境污染治理等 ５ 个维度选取 ２７
个指标建立差别化、针对性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 指标体系中，国土空间优化基于限制开发

生态区的国土空间格局角度，选取森林覆盖率等 ５ 项指标；自然资本利用强调对农业、森林等具有绿色特征部

门的投资扩大自然环境容量，选取耕地产出率等 ５ 指标；经济发展质量基于主体功能中的发展定位需要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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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选取人均 ＧＤＰ 等 ６ 项指标；社会福祉进步能够反映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机

制，选取城镇化率等 ６ 项指标；环境保护治理主要反映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对资源环境污染物的管治情况，从
化学需氧量去除率等选取 ５ 个指标。

表 １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
Ｉｎｄｅｘ

量化方法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单位
Ｕｎｉｔ

性质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限制开发生态区 国土空间优化 森林覆盖率 林地面积 ／ 行政面积 ％ ＋

绿色发展水平 草地覆盖率 草地面积 ／ 行政面积 ％ ＋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水域覆盖率 水域面积 ／ 行政面积 ％ ＋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人均造林面积 造林面积 ／ 总人口 公顷 ／ 人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建设用地比重 建设用地面积 ／ 行政面积 ％ ＋

自然资本利用 耕地产出率 农业产值 ／ 耕地面积 元 ＋

林地产出率 林业产值 ／ 林地面积 元 ＋

建设用地产出率 ＧＤＰ 总值 ／ 建设用地面积 元 ＋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 总人口 公顷 ／ 人 ＋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 ／ 行政面积 万元 ＋

经济发展质量 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 总值 ／ 总人口 元 ＋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总值 ％ ＋

科技支出比重 科技支出 ／ 财政支出 ％ ＋

废气排放强度 废气排放量 ／ ＧＤＰ 总值 ｍ３ ／ 万元 －

废水排放强度 废水排放量 ／ ＧＤＰ 总值 ｔ ／ 万元 －

固废排放强度 固废排放量 ／ ＧＤＰ 总值 ｔ ／ 万元 －

社会福祉水平 城镇化率 非农业人口 ／ 总人口 ％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统计年鉴获取 元 ＋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统计年鉴获取 ％ ＋

万人中学生人数 统计年鉴获取 人 ＋

教育支出比重 教育支出 ／ 财政支出 ％ ＋

万人医疗卫生床位数 统计年鉴获取 张 ＋

环境污染治理 化学需氧量去除率 化学需氧量去除量 ／ 总排放量 ％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 总排放量 ％ ＋

烟尘去除率 烟尘去除量 ／ 总排放量 ％ ＋

固废利用率 固废利用量 ／ 总排放量 ％ ＋

环保支出占比 环境保护支出 ／ 财政总支出 ％ ＋

　 　 注：总人口、非农业人口数据为户籍人口，ＧＤＰ 总值数据为现价值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白山市统计年鉴》、《延边州统计年鉴》、《白城市统

计年鉴》、《通化市统计年鉴》以及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各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县域环境污染

相关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期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中心，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通过监督分类将土地分为耕地、草地、林地、居民地、城市用地、水
域（江河湖泊）和未利用土地 ７ 种类型。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又称“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其基本原理是计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负理想解的

距离，进行优劣排序［１６］。 该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的优点，对评价对象的评价结果较为合理，故以此方

法定量客观评价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 熵权⁃ＴＯＰＳＩＳ 法计算步骤如下：
（１）设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为 Ａ＝ （ａｉｊ）ｍ×ｎ，ａｉｊ为第 ｉ 个县市区第 ｊ 个原始指标值，ｍ 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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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个数和 ｎ 指标个数。
（２）为消除各评价指标的量纲影响，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 Ｂ ＝

（ｂｉｊ）ｍ×ｎ。

（３）确定信息熵： Ｈｉ ＝ － ｋ∑
ｍ

ｉ ＝ １
ｆｉｊ × ｌｎｆｉｊ ，式中： ｋ ＝ １ ／ ｌｎｍ；ｆｉｊ ＝ ｂｉｊ ／∑

ｍ

ｉ ＝ １
ｂｉｊ （１）

（４）定义指标 ｊ 的权重： ｗ ｊ ＝ （１ － Ｈ ｊ） ／∑
ｎ

ｉ ＝ １
（１ － Ｈｉ） ；式中： ｗ ｊ ∈ ［０，１］，∑

ｎ

ｊ ＝ １
ｗ ｊ ＝ １ （２）

（５）求出各指标权重： Ｗ ＝ （ ｒｉｊ）ｍ×ｎ ， ｒｉｊ ＝ Ｂ × ｗ ｊ （３）
（６）确定理想解 Ｄｉ

＋和负理想解 Ｄｉ
－： Ｄ ＋

ｉ ＝ ｍａｘ（ 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Ｄ
－
ｉ ＝ ｍｉｎ（ ｒ１ｊ，ｒ２ｊ，．．．，ｒｎｊ） （４）

（７）计算与 Ｄｉ
＋和 Ｄｉ

－的欧氏距离： Ｃ ｉ
＋ ＝ ∑

ｎ

ｊ ＝ １
（Ｄ ＋

ｊ ＋ ｒｉｊ） ２ ，Ｃ ｉ
－ ＝ ∑

ｎ

ｊ ＝ １
（Ｄ －

ｊ ＋ ｒｉｊ） ２ （５）

（８）最后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Ｃ ｉ ＝ Ｃ ｉ
－ ／ （Ｃ ｉ

＋ ＋ Ｃ ｉ
－），Ｃ ｉ ∈ ［０，１］ （６）

式中，Ｃ ｉ越大表示绿色发展水平越高。
１．３．２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随机转移过程［４０］，可以用来分析绿色发展水平类型随时间演

变的概率。 具体步骤是，将连续数据离散为 ｋ 种类型，ｔ 年份不同类型的概率分布可以表示为 １×ｋ 的状态概率

向量，而不同年份不同类型之间的转移可以用 ｋ×ｋ 的转移概率矩阵 Ｍ 表示如下：

Ｍ ＝

ｍ１１ ｍ１２ ．．． ｍ１ｊ

ｍ２１ ｍ２２ ．．． ｍ２ｊ

．．． ．．． ．．． ．．．
ｍｉ１ ｍｉ２ ．．． ｍｉｊ

（７）

式中，ｍｉｊ为 ｔ 年份 ｉ 类型的县市区在 ｔ＋ｓ 年份转移到 ｊ 类型的概率，即 ｍｉｊ ＝ｎｉｊ ／ ｎｉ，ｎｉｊ表示由 ｔ 年份 ｉ 类型的县市

区在 ｔ＋ｓ 年份的转移 ｊ 类型县市区数量之和，ｎｉ是所有年份中属于 ｉ 类型的县市区数量之和，ｓ 为时间间隔。
１．３．３　 障碍度模型

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进行诊断。 通过障碍度的大小可以确定绿色发展水平障碍因

素的主次关系和各障碍因素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Ｚ ｉｊ ＝ （１ － ｂｉｊ） × ｗ ｉｊ ／∑
ｎ

ｊ ＝ １
（１ － ｂｉｊ） × ｗ ｉｊ × １００％ ， Ｚ ｉ ＝ ∑Ｚ ｉｊ （８）

式中，Ｚ ｉｊ为各单项指标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度，ｂｉｊ为第 ｊ 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ｗ ｉｊ为个单项指标所对应的

权重，ｎ 为指标个数，Ｚ ｉ为第 ｉ 个维度的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程度。

２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在基于熵值法得到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 评价法测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间点各县市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数，并进行排名（表 ２）。 同时测算 ３ 个时间点国土空间优

化、自然资本利用、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福祉进步、环境污染治理的评价值，分别对各维度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

析（图 ２）。
２．１　 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时序特征

由表 ２ 可以看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间点各县市区绿色发展评价值在 ０．７ 以下，表明吉林省限制

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平均值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２６２７ 降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２３３７，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的绿色发展趋于较差状态发展，亟需改变现有粗放式的发展模

式。 从排名可以直观地看出，２００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名前三的依次是东昌区、抚松县、浑江区，２０１０ 年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浑江区、江源区、东昌区，２０１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值排名前三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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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东昌区、集安市、江源区，东昌区评价值排名始终位居前三，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和龙市、汪清县、安图县排

名位居尾列，绿色发展水平较低。 从排名动态变化看，各县市区排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和下降，排名波动性

较大，集安市、安图县、江源区排名总体上升，发展态势良好，抚松县、浑江区总体下降，发展态势较差。

表 ２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０５ 排名 Ｒａｎｋ ２０１０ 排名 Ｒａｎｋ ２０１５ 排名 Ｒａｎｋ

临江市 ０．１９２５ ８ ０．１５８１ ８ ０．１５９７ ８

抚松县 ０．３０２９ ３ ０．１９２４ ６ ０．１８０５ ６

靖宇县 ０．２４４１ ５ ０．２１１３ ４ ０．２０２８ ５

长白县 ０．１６９１ １０ ０．１２０４ １１ ０．１３１１ ９

浑江区 ０．３８０２ ２ ０．４６４６ １ ０．３０６５ ４

江源区 ０．２７２４ ４ ０．４６１７ ２ ０．４０４１ ３

敦化市 ０．１９５３ ７ ０．１６９９ ７ ０．１７２０ ７

和龙市 ０．１６３５ １１ ０．１２０９ １０ ０．１１３６ １１

汪清县 ０．１４５５ １２ ０．１０６４ １２ ０．１１７９ １０

安图县 ０．２１０８ ６ ０．１２５９ ９ ０．１１２６ １２

集安市 ０．１８５７ ９ ０．１９５７ ５ ０．４２７５ ２

东昌区 ０．６９０５ １ ０．４４２３ ３ ０．４７６５ １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６２７ — ０．２３０８ — ０．２３３７ —

２．２　 绿色发展水平各维度时间特征

（１）国土空间优化。 国土空间优化平均值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１９４０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２０４６，到 ２０１５ 年下降

为 ０．１８６３，国土空间优化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总体变化不大；各县市区差异较大，东昌区国土空间优化水平明

显高于其他县市区，表明国土空间优化配置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土地开发和发展秩序。
（２）自然资本利用。 自然资本利用水平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２３３３、０．２８２２、０．２９７２，总

体趋势向好，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的自然资本利用水平有所提升，提升幅度较小，自然资本存量的利用

有进一步的发展潜力。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各县市区生态空间保护度排名变动不大，源于生态用地的土地优势，加
之各县市区“禁止采伐”、“退耕还林”等资源环境约束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３）经济发展质量。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经济发展质量平均值分别为 ０．３０７３、０．１７８７、０．１７７，大体上保持着

下降的态势，源于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林区、矿区集中，煤炭、木材、铁矿、黑色金属开采业较多，第二产业重

型化明显，对林木、矿产资源依赖严重，随着资源的枯竭，经济发展的资源支撑力减弱。 集安市、东昌区、浑江

区经济发展质量均高于平均水平，有赖于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东昌区推动产业

结构向以医药健康、现代服务业、新型加工制造业调整；集安市在产业方面逐渐形成以旅游产业、健康产业、新
材料、高端矿产业、外经外贸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浑江区经过一系列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的实施，产业不断变

“清”和“轻”。 靖宇县和汪清县在 ３ 个时间点经济发展质量较低，应重视技术改革与创新，提高工艺产品等

级，深化工艺流程，提高废弃物处理率与回收利用率，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４）社会福祉进步。 社会福祉进步水平平均值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分别为 ０．４３３８、０．２０１８、０．２１４６，降低

较为明显，表明社会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制度水平的有所下降。 ３ 个时间点汪清县、安图县、靖宇县社会福祉进

步处于最低水平，源于这些县市区粗放型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缺失，未来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共

服务水平的提升以促进社会福祉的进步。
（５）环境污染治理。 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平均值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３７８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３７５，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４６１２，保持上升的态势，表明随着环境保护政策的完善与实施，经济发展的末端治理在不断改善，环境污染

物的治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从增长变化上看，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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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环境污染治理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气物等工业污染物的治理问题不容忽视，需
要进一步加大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治理程度以及监管力度。

图 ２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各维度水平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３　 绿色发展水平的马尔科夫链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类型的动态演进过程，按照马尔科夫

链公式，以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为基础，结合自然断裂法分别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离散分为

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 ４ 种类型（图 ３）。 再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分别计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两个时间段绿色发展水平的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表 ３）。

图 ３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水平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从空间分布来看，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分布不均，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县市区所占比重

较大。 具体来看，３ 个时间节点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空间分异格局，中高水平和高水平主

要分布在西南部，中低水平和低水平主要分布在东北部，西南部的集安市、东昌区、浑江区、江源区等县市区明

显高于东北部的汪清县、敦化市等县市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高水平区向西北扩散，形成以市辖区为主的高水平

区，中低水平、低水平县市区变化较大；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中低水平县市区的空间分布变化较大，向西南方向扩

散，其他类型格局基本保持不变；总体分布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空间锁定特征，西南部形成稳定性高水平区，
东北部形成稳定性低水平区。

在绿色发展水平类型随时间演变的概率矩阵表中，对角线元素数值表示绿色发展水平类型没有发生变化

９６４２　 ７ 期 　 　 　 郭艳花　 等：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障碍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的概率，非对角线元素的数值表示不同类型发生转移的概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对角线元素数值

并没有都大于非对角线元素的数值，说明各县市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状态较为不稳定，绿色发展水平类型转移

较为明显。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对角线元素数值中，低水平和高水平类型的概率大于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概率，
说明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类型发生明显的转变，高水平和低水平保持稳定状态；在非对角线

的类型转移中，绿色发展水平类型向上转移较为明显，其中低水平向较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３３．３３％，较低水

平向较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６０％，较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６６．６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对角线元素数值

中，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相似，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类型发生明显的转变，高水平和低水平保持稳定状态；在非对

角线的类型转移中，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相反，绿色发展水平类型向低水平转移较为明显，４ 种水平类型均向低

一级发展水平类型进行转移，其中较低水平线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７５％，较高水平向低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１００％，高水平向较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为 ３３．３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概率较小。

表 ３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时间段 Ｐｅｒｉｏｄ 类型 Ｔｙｐｅ 低 Ｌｏｗ 较低 Ｌｏｗｅｒ 较高 Ｈｉｇｈｅｒ 高 Ｈｉｇｈ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低　 ０．６６６７ ０．３３３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４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６６６７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低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低 ０．７５００ ０．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较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３３ ０．６６６７

３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障碍因素

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进行分析，按照准则层指标以及指标

层指标判断其主要障碍因素。
（１）准则层障碍因子。 由表 ４ 可知，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准则层 ５ 个指标的障碍程度

与变化各有不同。 从变化上看，国土空间优化和自然资本利用呈现降低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

福祉进步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环境污染治理呈持续下降趋势；从阻碍程度上看，研究期间国土空间优化指

标一直是绿色发展最大的障碍性因子，对绿色发展水平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自然资本利用，第三

是社会福祉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度最小。

表 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准则层障碍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国土空间优化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自然资本利用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济发展质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社会福祉进步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环境污染治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０５ ３２．６４２２ ３０．５７８３ １２．１８５３ １１．６９３３ １２．９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５．８２５３ ２４．３５８１ １９．３３２９ ２４．７５１９ ５．７３１７

２０１５ ３０．２３８７ ２４．４２４２ １８．９２８４ ２１．５９８２ ４．８１０５

（２）指标层障碍因子。 通过计算障碍度大小，得出前 ５ 位主要障碍指标。 ２００５ 年制约吉林省限制开发区

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前 ５ 项障碍指标是地均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４４％） ＞建设用地比重（１１．７９％） ＞化学需氧量

去除率（６．７２％）＞建设用地产出率（６．４２％）＞科技支出比重（５．９０％），２０１０ 年制约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

水平提升的前 ５ 项障碍指标是科技支出比重（１２．８９％）＞万人中学生人数（１２．３１％）＞建设用地比重（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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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均固定资产投资（７．７３％）＞耕地产出率（４．８０％），２０１５ 年制约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前 ５
项障碍指标是科技支出比重（１４．２７％） ＞建设用地比重（１０．７５％） ＞万人中学生人数（１０．０７％） ＞林地产出率

（７．３９％）＞地均固定资产投资（４．８８％），科技支出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产出率、
万人中学生人数、耕地产出率、林地产出率、化学需氧量去除率是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间，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科技支出比重是影响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的主要障碍影响因素，说明地均

固定资产投资与科技支出比重不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前 ５
位障碍因素的变化可以看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阻碍程度逐渐减弱，表明随着主题功能区

划的逐步落实，投资强度的变化对绿色发展水平起到了影响作用，科技支出比重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阻碍程度

逐渐增强，由于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较多为欠发达地区，对科技的投入较低，导致创新能力不足。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建设用地比重对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的阻碍作用所加强，应注重城市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

的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提高建设用地集约效率，减少城镇无序扩张带来的生态用地的侵占。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研究从国土空间优化、自然资本利用、经济发展质、社会福祉进步及环境污染治理等 ５ 个维度构建吉林

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多指标评价体系，分析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变

化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各县市绿色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发展不平衡。 总体而言，东昌区相对较高，长白县

相对较低，各县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各维度发展水平不同年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呈“西南高、东北低”空间分异格局；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绿色发展水平类型转移状态

较为不稳定，绿色发展水平类型转移较为明显；科技支出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用地比重、建设用地产

出率、万人中学生人数、耕地产出率、林地产出率、化学需氧量去除率是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其
中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与科技支出比重始终是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绿

色发展水平的阻碍程度逐渐减弱，科技支出比重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阻碍程度逐渐增强。
４．２　 讨论

（１）通过本文得出的结论，得出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吉林省

限制开发生态区的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发展方面应进行生态经济开发，构建生态型产

业体系，增加森林生态系统自然生产力；二是科技水平对绿色发展的阻碍程度逐渐增强，因此应当引入环保技

术与清洁生产工艺，提高绿色技术水平，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入，发展循环经济；三是建设用地产出率对绿色

发展的阻碍程度逐渐增强，因此应当适度经济开发，提高土地集约使用效率；随着各项限制与禁止条件等保护

性发展要求，各县市区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应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与规范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

体系。
（２）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县市区层面揭示了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对限制开

发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仍存在以下改进的地方：一是由于研究单元到县级层面，并且研究区域具备较

强的自然地理性质，在县市区层面的能源、资源数据、水土流失数据、水源涵养数据、生物多样性数据等方面获

取难度较大，未将该类数据纳入到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当中去，指标选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指标体系的建

立有所不全面；二是在时间样本选取上，只选取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期截面数据，未能对吉林省限制开发

生态区绿色发展连续时间演变的趋势特征进行深入的刻画与分析，对某些潜在的特殊时间节点特征未能刻画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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